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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灿明

摘要：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认识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和制度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发展现代普惠金融制度和推动包容性技术进步等机制，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初次分配、财税金融制度改革等再分配措施，以及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第三次分配，来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发展阶段的目标，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方向在于：实现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并通过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方式促进机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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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现代财税体制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取得伟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实现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因此，如何完善宏观治理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会议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将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以实现共同富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表明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系统性的联系。
此次会议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第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财税政策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以适应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第二，会议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强调了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的重要意义。通过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正确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为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实现提供保障。第三，推进收入分配格局优化、金融体制稳定、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基于以上论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实现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的融合，落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概念应运而生。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之后，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以现代财税金融政策为依托、以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判断标准、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而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不仅会影响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同产业、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要素回报率，也会对微观的家户部门、劳动者等的收入格局产生影响。因此，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基于财税与金融协同发展的视角，将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纳入到统一的制度框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形成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这些也成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应有之义和显著特征。
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构建现代财政金融体制对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机制、路径和政策启示，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和收入差距较大的多种表现形式，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对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迫切需求；第三部分，归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提炼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动力机制和阻滞因素，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详细探讨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在构建新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机制；最后，论述了如何进行政策同构以发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功能，进而实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收入差距过大的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24元持续增加至2020年的32189元。2020年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人均GDP站稳了1万美元。然而，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格外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到2020年底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基尼系数为0.468，居民间相对收入差距问题仍然严峻[footnoteRef:2]。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9/t20210929_1822623.html。] 

收入统计口径的差异、税收监管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缺失、高收入人群样本统计缺失等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存在不少争论。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见图1），我国收入前1%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10%~15%，收入前10%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35%~43%，高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20年基尼系数数据（见图2），自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但长期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水平。传统的基于调查数据计算获得的基尼系数由于缺少高收入人群的样本，可能会低估基尼系数水平。有学者基于CHIP 2007和2013数据并结合富豪榜数据来推算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分布，发现全国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498上升到2013年的0.557，即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扩张态势（罗楚亮，2019）。
 
图1  中国收入前1%和前10%人群占国民总收入比重    图2  我国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图
特别地，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矛盾。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根本性特征和最深刻矛盾，是导致整体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杨灿明、孙群力，2019）。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自2009年之后进入下降通道，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农村开发、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工作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但2019年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高达2.64倍，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88倍、财产净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3.08倍（见图3），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图3  2000-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收入差距是从流量维度来反映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分配结果，而财富差距是从存量维度体现某一时点上的财富分配结果，财富差距又会通过财产性收入而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收入差距。尽管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的比值不断减小，城乡居民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在不断降低，但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的十多倍，且其增长份额也高于农村居民（见图4）。城镇居民财富拥有量远高于农村居民，且这种差距还呈进一步扩大态势。

图4  2013-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
注：2013年及以后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财产净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导致2013年前后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图4选用的数据区间起始年份为2013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除城乡差距外，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地，地理上“胡焕庸线”左右两侧反映了地缘结构方面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比如，2018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6万元，同期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其六成左右。较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与就业机会差异成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陆铭，2017；李兰冰，2020）。这种流动进一步刺激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又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在区域间的差距。

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
作为一项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深刻影响着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并列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收入分配相关领域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不仅注重提高居民收入，还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八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探索与创新（1978 ~2012年）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bookmark: _Hlk60821199]第一阶段：破除平均主义，回归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1978 ~1987年）。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渐确立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束缚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为分配体制改革打开了缺口（洪银兴，2018）。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向城市，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城市企业职工采取按劳分配原则。将职工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鼓励职工“各尽所能”，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
[bookmark: _Hlk60821314]第二阶段：注重效率导向，分配方式逐渐多元化（1987~1997年）。我国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形成的进程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分配方式上提出“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承认了债券股息、股份分红、经验风险补偿金等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求既要有利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雏形。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分配制度上明确了“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把多种收入分配方式从补充地位提高到与按劳分配并存的地位，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逐渐强调公平，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1997 ~201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一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在继续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公平导向，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五大首次将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归纳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不仅如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以调节过高收入，进一步突出了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党的十六大对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此次会议还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通过“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等举措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
为了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国民收入更多的向劳动者倾斜。然而，随着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推进，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为此，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总体来看，党的十五大以来，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走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多元化道路。这既拓宽了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开始重视调节不同收入来源的收入分配差距，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注重更加公平的分配。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制度的坚持与完善（2012~2020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积极推进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第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做到“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即“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不断健全多层次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党的十九大重申了“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性。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环节，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大幅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扶贫开发、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民医保体系、困难群体救助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围绕“形成制度完善、调控有效、比例合理、关系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一重点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收入分配秩序等方面进行了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要求“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九大也提出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总体原则下，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群体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形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以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总体上，在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重围绕分配公平的价值目标展开。这一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特点是：（1）重视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的构建，以“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目标，以“提高、扩中、增低”为主要途径；（2）突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强化了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的作用；（3）更加重视改善民生，通过促进就业、扶贫攻坚等举措补齐民生短板，增加人民福祉。
（三）“十四五”期间以及“二〇三五”远景规划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展望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发展不平衡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会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远景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做出的重大部署，为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相关方面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表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一览表。
表1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一览表
	改革阶段
	政策依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要点（原文）

	（一）
1978~1987年：回归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破除平均主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实行按劳分配，破除平均主义：“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 职工按劳分配：“职工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
2.“先富带后富”：“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的走向富裕”。

	（二）
1987~1997年：注重效率，分配方式逐渐多元化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
	1.分配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
2.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
	“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
2.“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三）
1997~2012年：逐渐强调公平，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
	1.“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
	1.“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3.“规范分配秩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
2.“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两个提高”：“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3.“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四）
2012~2020年：注重分配公平，坚持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
	1.“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两个同步”与 “两个提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3.“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4.“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2.“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3.“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清理规范隐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2.“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
	1.“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3.“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3.“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五）
2020~205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实现共同富裕展望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 十四五期间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2. 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3. 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四、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在构建新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机制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社会经济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仅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充分调动国家治理工具和手段的优势，优化资源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配置，打造更加科学、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具体而言，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可以通过以下作用机制，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一）累进税收机制
税收机制既包括直接税机制，也包括间接税机制。在众多税收种类中，不少国家选择通过最直接有效的所得税来实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目的。亚当·斯密提出要坚持税收平等原则，主张按照各自能力缴纳赋税，突出了纵向公平。根据测算，高度累退和注重纵向公平的所得税对再分配的贡献程度可以达到80%（Čok et al.，2013）。当所得税作为政府直接税筹资来源时，其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强度是间接税的2倍左右（解垩，2017）。不仅如此，累进所得税制还会削弱富裕群体追求高收入的激励，间接地降低不平等程度。不少学者主张将累进税制从所得领域拓展到资本领域，对资本征收累进所得税，设计全球消费税、财富税等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Piketty & Zucman，2014；Auerbach & Hassett，2015）。在间接税方面，早期税制理论认为间接税最优税率应当保持为零，因为间接税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增加劳动供给的方式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聂海峰、岳希明，2013；Ciminelli et al.，2019）。但也有观点认为间接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Sung & Park，2011；Higgins & Pereira，2014；骆永民、樊丽明，2019）。
在税制改革领域，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改革备受关注。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鲜明累进性，但由于规模过小、税率偏低，导致税收收入再分配效应有限。但它实际上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反而弱化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再调节作用（徐建炜等，2013；岳希明等，2014；田志伟等，2017；杨沫，2019）。此外，现有的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改革，也恶化了地区内收入分配状况（范子英、刘甲炎，2015）。间接税中的“营改增”改革也获得广泛关注，“营改增”不仅提高所得税相对比重，还使得企业通过进项抵扣固定资产降低资本要素投入的相对价格，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改善了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苏梽芳等，2021）。然而，“金税三期”等信息监管技术提高了税务机关征管能力，可能会弱化“营改增”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倪红福等，2016；张克中等，2020）。
（二）财政支出机制
除税收机制外，财政支出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支出等。一方面，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支出会显著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对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代际流动性具有积极意义，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然而，现实中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经济支出、轻民生支出”的特征，在分税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多地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公共池效应造成资金低效利用，进一步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汪昊、娄峰，2017；贾俊雪、梁煊，2020）。因此，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理顺央地财政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建设以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现代财政制度。
民生支出中的反贫困支出，可以极大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其中，包括扶贫支出、城乡低保支出、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农村危房改造，从产业、教育、金融、医疗、低保等方面对贫困户发展能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为低收入家庭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创造了大量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卢盛峰等，2018；徐舒等，2020）。在众多政策中，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成为贫困户增收的主要渠道，但要考虑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李芳华等，2020）。提高医疗保障覆盖率、医疗服务利用水平以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资本，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考虑到单纯依赖财政支出难以满足贫困人口脱贫、防贫以及化解相对贫困的庞大资金需求，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与金融扶持结合，普遍通过贷款贴息或者建立风险补偿金，引导金融机构发放扶贫信贷，提高了贫困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概率和规模。这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内生动力，更大范围激发了经济主体活力，提升了社会总福利（尹志超等，2020；张海洋、颜建晔，2021）。
（三）转移支付机制
[bookmark: _Hlk61616940]转移支付是财政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对改善收入分配具有很大贡献。在我国财政再分配体系中，转移支付占再分配效应来源的比重达到了90%，尤其是针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效果远远优于个人所得税（解垩，2018；郭庆旺等，2016）。除此之外，转移支付还能为遭受收入负向冲击的家庭提供基本保障、分担风险（Atkinson et al，1995）。近年来，来自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受到关注，该计划为降低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和增进社会公平提供新的思路（Banerjee et al，2019）。然而，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表明，转移支付有可能降低劳动参与水平，产生了“福利依赖”效应，最终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Clark & Lee，2008）。同时，转移支付中的部分反贫困项目存在瞄准偏差和精英俘获效应，这对转移支付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胡联、汪三贵，2017）。
转移支付还存在于上下级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之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不足，特别是地方性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恶化了收入分配，拉大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需要构建更合理的央地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规则（李永友、张子楠，2017；缪小林等，2017）。近年来，“省直管县”的改革引发了较多关注，尽管“省直管县”增强了县级决策的独立性，但也带来“重基建、轻民生”的支出倾向，不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谭之博等，2015）。特别是在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和农村税费改革上，“省直管县”难以达成成本分摊的共识，降低了公共服务水平（周黎安、陈祎，2015；高秋明、杜创，2019）。其他诸如“乡财县管”等改革，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李永友、王超，2020）。
（四）社会保障机制
在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达两万多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合计达到1.3万亿元，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财政再分配体系使得全国基尼系数降低4.06%，其中基本社会保险的贡献程度占61%，显著改善了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卢洪友、杜亦譞，2019）。养老金制度显著减低了老年贫困的发生，缩小了中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张川川等，2015；解垩，2015；周广肃等，2020）。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李永友、郑春荣，2016）。
然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可能会成为阻滞甚至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由于医疗保险体制所具有的职业、城乡等身份特征，高收入群体医疗支出和报销额度显著高于其他群体，但成本分摊机制严重偏向于低收入群体，产生了负向的再分配效应（金双华等，2020）；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拉大了群体间的福利差异，削弱了居民福利水平（廖朴，2016；康书隆等，2017）；城乡“低保”制度也由于执行过程中的错保、漏保等的瞄准偏差，挤出了私人转移支付，降低了居民工作的意愿，加剧了贫困风险（宋锦等，2020）。此外，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明显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卢云鹤、万海远，2021）。而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保险缴费成为企业重要的成本负担，这可能会激励企业减少劳动力雇佣，使用资本、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恶化收入分配状况。需要配合实施“降费”和“划拨”政策，以实现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改善生活福利的双重目标（高奥等，2016；唐珏、封进，2019）。
（五）金融普惠机制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平滑消费、管理风险、降低融资约束及便利化交易，也会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Levine，2005）。首先，金融体系的包容性不足会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从而引起金融资源分配的城市化倾向以及政府公共债务的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总体收入差距（Townsend & Ueda，2006；胡志军等，2011）。其次，金融抑制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了机会不平等，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日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陈斌开、林毅夫，2012；宁光杰等，2016）。而金融摩擦也会通过职业选择、自融资、加杠杆和自我保险等加剧财富不平等程度（刘晓光等，2019；杜两省、程博文，2020）。此外，在要素有偏性投入方面，企业会通过策略性负债等获得更多投资，降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削弱了劳动收入占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蔡萌、岳希明，2016；Stockhammer，2013）。
基于以上原因，发挥金融普惠的作用显得刻不容缓。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中上等水平（尹志超等，2019）。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尤其是在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发生率，改善其收入分配状况（李建军等，2020；尹志超、张栋浩，2021）。但受到资源有偏配置、“精英俘获”、金融知识匮乏等因素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普惠金融体系将成为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成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的重要举措（李建军、韩珣，2019）。
（六）“新技术”机制
在新发展格局条件下，金融与“新技术”紧密融合成为鲜明特征。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也带来技术替代人力、恶化收入分配的忧患（杨灿明，2020）。 “新技术”会引发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产生岗位迭代效应。技术进步减少了低技术部门的就业需求，同时创造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就业岗位，这种就业两极化扩大了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该情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张莉等，2012；Goos et al.，2014；Keller & Utar，2016）。除岗位更迭效应外，“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认为，技能劳动与资本的互补性更强，将增加技能溢价，加剧劳动者收入不平等（Griliches，1969；Krusell et al.，2000；Ge & Yang，2014）。例如，美国偏向资本的税收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自动化水平，导致了就业的减少和劳动份额的下降（Acemoglu et al.，2020）。而我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也具有显著的的资本偏向性，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姚毓春等，2014）。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体系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态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领域依靠规模效应迅速扩张，在创新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产生了行业垄断。头部网络企业会通过网络流量效应和阻碍技术扩散获得垄断利润（Autor et al，2020），而这种垄断不仅造成效率损失也恶化了收入分配差距（贾俊雪、孙传辉，2019）。由于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率先积累起数字化资产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先发优势，凭借“新技术”所具有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点，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朱琪、刘红英，2020）。新技术发展造成的行业垄断是继教育之后造成工资差距的第二大因素，不仅导致工资差距扩大，也会带来垄断产品的高价和消费者福利的减少，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聂海峰、岳希明，2016）。消除行业垄断、营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并构造与之适应的财税金融体制，是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五、发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功能，助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是现代财税制度与现代金融制度的有机融合。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应该也必须具备以下三大特征，以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是现代性。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应突出现代性特征，在加速财税金融体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应注重以下两大关键点。第一是着力于开发新理论。传统收入分配研究主要集中于财税领域，而在当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崛起的背景下，虚拟经济扩张使得金融成为加剧贫富分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加快研究改善收入分配的金融制度建设十分必要。然而，当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在理论上仍不成熟。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探索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中国实践方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课题。第二是着力于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使国家治理逐步从信息化阶段转入数字化阶段，并朝向智慧化阶段迈进。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建立，必然也必须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行政方式、提升行政效能，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二是协同性。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应注重财税和金融体制的有机融合和协同发力，通过政策间的灵活搭配进行政策创新，避免多项政策之间的效应相互抵消。一方面，财税与金融体制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实施单一的政策容易面临政策效应的边际递减问题，政策之间的不协调还会造成“抵消效应”。综合系统地谋划财税与金融政策的战略布局，将有效防止“政策抵消”问题，有利于实现政策的集成创新。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失衡。地方政府存在忽视货币市场作用而将债务转移给央行的现象，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在不断积聚，影响财税与金融体制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必须充分协调好财政与金融关系，合理界定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边界，避免金融过度承担财政职能。
三是公平性。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突出公平性、公共性和普惠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必须发挥充分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建立灵活有效的“财税+金融”的宏观调控机制，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从而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优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在规划协调之下，先形成框架性的顶层规划，并抓住重点、循序渐进，以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总体上，发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功能，助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提高资源流动性，使初次分配更加公平
首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受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一是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投入总量，弥补历史欠账。二是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其次，打破金融垄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我国金融业的垄断和管制形成了金融抑制，制约着贷款资金向中小企业的配置，恶化了资本配置效率，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利率不对称管制加剧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限制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益。为此，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体系，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最后，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一是积极探索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健全土地市场化配套机制，积极完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交易服务体系和市场监管等配套体制机制。二是循序渐进放开宅基地流转制约，让宅基地既是农民“最后的福利保障”，又是农民的重要资产。
（二）增进财政再分配功能，引导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改善再分配格局
初次分配不公平与再分配不公平往往会相互叠加，财政支出失衡会导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巨大。加之金融资源配置的大城市偏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相比于城市地区、东部地区和国有企业，更加难以获得金融资源，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充分发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功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增进财政再分配功能，同时引导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第一，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地方税体系。（1）提高直接税比重，关键是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当前，仅有四项分类所得进行综合征收，未来应进一步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2）提高直接税比重，同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同步降低间接税比重，需要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未来应进一步降低税率和简化税制，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降低增值税收入规模。（3）建立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为缓解部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建立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积极探索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逐步划归到地方政府，通过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理顺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与房地产税的关系。
第二，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力度，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重经济支出、轻民生支出”的倾向，难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差距，同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地方财力、居民户籍挂钩，政府资金投入没有均衡配置。为此：（1）要强化财政支出受益公平原则，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减贫效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设以民生为导向的现代财政制度；（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居民户籍、地方财力脱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加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相关地区提供更大的税收优惠空间，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助，精准识别致贫原因、因人因户精确施策，不仅注重资金的帮扶，更要注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
第三，提高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相关的措施包括：（1）提高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加快培育普惠性的农村金融机构，防止基层金融的空洞化，改善农村金融生态。（2）加强对农业的金融服务配比。实施较为宽松的农业信贷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资源对农业的投入力度。（3）完善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有效缓解普惠金融在贷款申请处理、信用评估和贷款用途判断等方面的审核成本难题。积极倡导卫星遥感影像、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应用，精准了解贷款人需求并评估信贷质量，降低贷款成本，推动普惠金融发展。（4）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弥补金融知识鸿沟，建设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弱势群体的金融市场参与能力，促进收入机会公平。
（三）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注重政策的灵活创新
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不仅要促进财税体系和金融体系各自良性循环，还应让两大体系互相促进，从而拓宽改革空间、凸显集成创新，形成更好的协调效应。
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侧重且密切配合。一方面，巩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核心功能。引导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应避免“以宽松促增长”的倾向，从关注金融规模转向关注金融质量。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紧密配合。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统一起来、互相补充，灵活地对政策进行搭配协调，形成政策合力。例如，在加大农业财政补贴力度的同时，还应积极实施较为宽松的、结构性的农业信贷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资源的投入力度，落实普惠金融的发展，助力农民群众通过创业活动获取多元化收入。再次，做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理论储备。新冠疫情以来，我国财政形势极为严峻，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隐性“赤字货币化”现象加剧。应充分未雨绸缪，做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理论储备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方式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机制。
第二，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首先，要强化税收政策在慈善捐赠行为激励方面的设计。尽快理顺税法与慈善法的关系，完善社会组织免税资格确认细则、降低捐赠税前扣除的准入门槛、提高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等。同时，要明确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信托财产登记的监管办法，在激励高净值人群的慈善需求表达和慈善精神传承的过程中，防止慈善事业变成输送私利的工具。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以探索建立企业的慈善评级与信贷评级相关联的政策。以企业的慈善评级来评估、约束企业的信贷评级，激励企业开展慈善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慈善、金融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再次，增强财政政策在慈善组织的孵化培育、公益创投、人员培训、项目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城乡基层社会的社会救助站点、慈善超市、慈善网络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
（四）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促进机会公平，打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双向传导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积累为巨大的财产差距，居民财产差距早已超过居民收入差距（李实、朱梦冰，2018）。由于缺少调节财富分配的政策工具，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将产生正向反馈和双向传导的“滚雪球效应”，财富不平等还会通过教育资源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的途径形成代际传递效应，加剧了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现象。为打破这种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双向传导，应遏制财富不平等，促进机会公平。一方面，推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促进机会公平。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必须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不公平问题。一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让转移支付随着人口流动变成可携带的资源，激励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支出进行投入。二是积极推广优质教学资源的在线共享机制，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同样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另一方面，尽快开征财产税和赠与税，缩小财富差距。财产税一直被视为遏制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我国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制度建设仍然滞后。目前房地产税仅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由于税率低、税基窄，难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研究适时推出遗产税和赠与税来缩小财富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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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6255.7	6824	7652.4	8405.5	9334.7999999999993	10382.299999999999	11619.7	13602.5	15549.4	16900.5	18779.099999999999	21426.9	24126.7	26467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39251	4235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282.1	2406.9	2528.9	2690.3	3026.6	3370.2	3731	4327	4998.8	5435.1	6272.4	7393.9	8389.2999999999993	9430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城乡收入比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7412032776828399	2.8351821845527398	3.0259796749574899	3.1243727465338398	3.0842529571135899	3.0806183609281299	3.1143661216831902	3.1436330020799601	3.11062655037209	3.10951040459237	2.99392577004018	2.8979158495516599	2.87588952594376	2.8066808059384898	2.7499284965201598	2.7311329014183201	2.7190811291757702	2.7096486003573599	2.6852979407539199	2.643967292928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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